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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實境節目《城市夢想》所勾勒的當代農民工
文化想像，如何藉由「逐夢者」身分重新定位過往被大眾文化視為社會

苦難化身的農民工，置換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不滿與憤怒，改寫此群體
的底層身分認同，重新擁抱晉升小康階層的中國夢。聚焦於《城市夢想》所描
繪的農民工個人生命危機與向上流動的勞動／情感結構，本文挪用並拓展學者
柏蘭特（Lauren Berlant）與阿曼德（Sara Ahmed）分別在《殘酷的樂觀主義》
（Cruel Optimism）與《幸福的承諾》（The Promise of Happiness）兩部作品中
所探討的情感與情緒—樂觀與幸福，探究代表官方論述的《城市夢想》如
何轉化與重新形塑農民工的文化情感結構，使其成為體現、在地化與開創當
代中國夢的新主體，並且進一步探討夢想敘事所蘊含的文化情感政治。本文主
張《城市夢想》正體現了官方敘事對底層勞動群體所進行的情感改造工程，以
內在情感的重塑來建立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的新身分認同與文化想像，重新
將農民工群體納入向上流動的中國夢，但卻同時又因為喪失了集體變革的可能
性，使得農民工更進一步遠離了中國夢所承諾的美好生活。

Abstract

With a focus o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labor, migration, and affect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he narrativ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hapes and defines the making of a new cultural feeling toward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looking at how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the good life 
orchestrates and recalibrates rural migrants’ bio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paper studies the linked 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upward 
mobility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dream, interrogating how the 
workers’ failure unfolds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the nation’s 
promise of happiness. Focusing on CCTV’s reality show, My City Dream,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V show narr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ir struggles to survive, and how 
rural migrant workers’ life experience and social discourses compete to write 
and rewrite the cultural feelings pertaining to the under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fically, by looking at how My City Dream transforms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victims/losers” to “dreamers,” a transition that puts emphasis 
on the remaking of the worker’s feelings and interiority, the paper unfol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in recalibra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Borrowing from and extending what Lauren Berlant and Sara 
Ahmed have shown in Cruel Optimism and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regarding 
how immigrants play as a key figur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affects related to 
the vision of the good life, upward mobility, and happiness,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narrative of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as “dreamers,” embodies, 
localizes, and invigorates the Chinese dream. 

關鍵詞：農民工敘事、文化情感政治、《城市夢想》、向上流動、感恩

Keywords: The narrativ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My 
City Dream, Upward mobility,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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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央電視台（以下簡稱央視）財經頻道分別在2 0 1 7年與2 0 1 9年拍攝

了一季十集的真人實境節目《城市夢想》，讓白手起家的企業菁英透過喬

裝進入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場域，實際體驗農民工勞動的艱辛與生命的

困頓，並且在為期三日的體驗結束後，以企業慈善家之姿與農民工家庭

重逢，提供物資、經費與其他資源，協助農民工在生命轉折處得以重新獲

得生存的動力。在拍攝對象的選擇上，企業菁英皆以具有相當規模的品牌

領導者為主，包括：依文集團董事長夏華、閱讀平台《中文在線》董事長

童之壘、電纜企業遠東集團創始人蔣錫培、語音人工智能科大訊飛創始人

劉慶峰等；而農民工則多為低階勞動力工作者，例如：小店經營者、送奶

工、建築工人、玻璃噴雕工、布展工人、高鐵維修人員、廚房雜工等。1節

目敘事除了聚焦於農民工勞動的型態以及闡揚其勞動的貢獻之外，更著重

在藉由個別農民工的困境帶出此群體所面對的社會制度結構性問題，並且

在節目末尾宣揚相對應的國家宣令和政策，指出國家在改善與提升農民工

群體生活福祉的確切作為和未來展望。2《城市夢想》在拍攝與敘事手法上

1 在兩季共二十集的節目中，僅第一季〈流動的家〉農民工主角梁啟峰為高薪的
建築工地工頭，屬於領導階層。節目中的農民工都是第二代或是所謂出生於
1980年代以後的新生代農民工，但是《城市夢想》並不特意區分代際差異，而
是皆以農民工統稱這些擁有農民身分與農村戶口但卻在城市工作的訪談對象。
就官方敘事而言，忽略農民工世代之間的差異，將農民工視為一同質性高的單
一群體，凸顯了農民工作為一特定群體的獨特社會現象，也說明了此群體和其
他社會階層團體之間的鴻溝。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在城市中尋求歸屬感的
需求更勝於第一代農民工，並且更渴望在城市裡取得不斷向上流動的機會（梁
宇廣2011/02/11）。由於本文關切的是農民工群體作為再現符碼所代表的文化
意義，以及《城市夢想》作為官方敘事所形塑的農民工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群體
關係與文化情感政治，而非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差異，因此，本文並不特意以新
生代農民工來稱呼《城市夢想》所再現與指涉的敘事對象。

2 節目敘事型態以扭轉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勞動階層的刻板印象為出發點，透過
聚焦於其每日工作細節與挑戰來強調其勞動雖然平凡無奇，但卻至關重要。曹
默（2017: 71）在其文章中指出《城市夢想》讓觀眾得以看到「平凡勞動者在城
市的辛勤與奉獻」，並且「為農民工群體發聲，體現了媒體高度的社會責任和
身後的人文關懷，譜寫了對平凡勞動者的真誠禮讚。」（ibid.: 72）儘管對觀眾
來說《城市夢想》敘事的精彩之處在於企業家身分的裝扮與揭露，然而曹默指
出節目中再現企業菁英體驗勞動底層生活的關鍵在於展現農民工勞動的社會貢
獻。關於節目宣揚國家法規，見張敏（2017）與張盼（201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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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實生命敘事／紀錄片形式，勾勒遷移勞動的艱辛與困難，一方面以農

民工自述的方式夾雜旁白的闡述，賦予農民工發聲的機會並提供觀眾貼近

農民工生活的第一手「真實」資料，另一方面也透過節目的敘事策略、拍

攝手法以及剪接農民工／企業體驗者的獨白，揭露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兩者

的內在感受。

儘管《城市夢想》兩季共二十集都聚焦於離鄉背井到城市從事不同工

作的農民工，但是其敘事結構大致相同。節目的開頭都會先拍攝每集故事

主人翁農民工的工作場域，並用旁白形式介紹其工作日常，然後轉而拍攝

喬裝的企業菁英離開原先優渥、舒適的領導階層辦公室，以極少的零用金

和公共運輸系統前往農民工的工作地點，以新學徒的身分跟隨著作為故事

主人翁的農民工生活與工作。 3接著，節目會特別聚焦於農民工當下的挑

戰，比方說：第一季第五集《姑娘，不哭！》裡梁金梅和弟弟一家賴以維

生的壽司飯捲店面臨拆遷的狀況；第二季第四集《媽媽，我想讓妳聽見》

的混凝土取樣員吳運國為醫治聾啞母親努力賺錢，而面臨過年也無法返鄉

的困境；第二季第七集《春天的期盼》裡的鄧有科在為女友籌錢醫治癌症

時遇上失業的問題等。在農民工與喬裝企業菁英相處互動的過程中，除了

透過喬裝企業菁英在學習新工作技能所遇到的困難，來陳述農民工工作的

辛勞與重要性之外，更會藉由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在下班後的生活場域（包

括：宿舍、食堂、農民工的居所、開放式的公共空間等）的互動，以旁白

的方式簡介農民工過往所經歷的生命挑戰，然後由農民工自述其心路歷程

與夢想（著重在傳達其情感體驗），也會以剪輯的方式穿插企業菁英的體

驗心得。在處理農民工與企業菁英情緒與情感的部分，節目除了會以鏡頭

拍攝角色的肢體語言，來呈現兩者互動的緊密（包括：擁抱、目送、拍拍

肩膀或是並肩而坐等），也會以獨白的方式，讓企業家講述體驗生活對於

農民工處境的體悟與同理，以及讓農民工傳達對企業菁英的想法與感受。

在節目的敘事結構中，農民工當下所遭遇的困難與伴隨而來的情緒反應，

3 《城市夢想》以師徒關係來指稱農民工與企業菁英體驗者的關係，亦即企業菁英體
驗者喬裝是農民工在工作場域的新學徒，然而企業菁英體驗者在工作場域外（他
們通常與農民工同住在農民工家裡或是宿舍中），也會稱農民工為「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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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演變成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衝突，例如：梁金梅認為企業菁英夏華

不理解飯捲店對她的重要性，或是上海企業家王翌不諒解吳運國為何春節

不返鄉探親等。兩者的衝突會在企業菁英體驗結束前達成和解。儘管農民

工當下所遭遇的困境並沒有解決，但是敘事通常會藉由節目旁白更深入地

探究農民工的生命經歷、兩者的交心對談，以及雙方各自對鏡頭陳述自我

觀點與情緒（剪接穿插），在體驗經驗的結尾創造一種和諧的氣氛。農民

工的困境通常要等到一個月以後，農民工與企業菁英體驗者在企業家所處

的城市或公司總部相會後，才可能得到解決方案。體驗結束後，企業菁英

會與其領導的公司團隊分享農民工的困境，並且與團隊商量適當的協助方

案。節目的高潮則出現在農民工與企業家的重逢，敘事著重在農民工得知

「徒弟」真實身分的訝異以及企業家提供協助的驚喜。企業菁英所提供的

協助通常不是直接解決農民工所遭遇的困境，而是創業諮商與建議，或是

與學習技能相關的書籍與設備，例如：企業家夏華不是幫忙梁金梅找到搬

遷的店面，而是提供她其他創業形式的可能性；英語學習機構創辦者王翌

給予吳運國和他弟弟平版電腦與終身線上學習資源；家居科技公司創始者

倪張根為鄧有科的女友準備了設計相關的書籍，鼓勵她在病中學習，追求

自己的夢想。4 

中國學界多數肯定《城市夢想》以真人實境秀的形式「真實」地呈現

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提供社會大眾深入瞭解農民工群體的管道，以及該節

目在重新形塑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群體的文化想像上所做的努力。李穎欣

（2019:  176）在〈農民工群體的影像書寫〉一文中指出《城市夢想》打

破了農民工「一味地佔用城市的資源或者擾亂城市的秩序」的污名，「以

『夢想』為敘事主題以及『逐夢者』的身分建構」，展現了「農民工純樸

善良的性格、努力樂觀的態度和吃苦耐勞的精神。」 5從李穎欣的評論中

可見「夢想」作為節目名稱與敘事模式的重要性和原先大眾媒體加諸於農

4 《春天的期盼》結尾的旁白指出倪張根後續為鄧有科找到就業機會，並且提供
其女友進行化療的部分醫療費用。

5 多數評論家都指出《城市夢想》中所塑造的農民工形象多具備對夢想與家庭的
堅持、純樸、樂觀與積極向上等性格。見張盼（2019: 53）、張敏（2017: 20）
與王暉（2018: 33）。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236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民工群體的污名標籤息息相關，一方面道出了農民工遷移勞動的目標是為

家庭尋求更好的經濟條件與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更藉由重新定義農民工為

「逐夢者」，透過人人皆有夢想，營造農民工與節目來賓（企業菁英）和

觀眾的連結與情感，形成新的社會關係。孫建（2017: 55）在其文章中也

指出，夢想是連結參與節目體驗的企業菁英與農民工的核心。因此，王暉

（2018）與王平（2018）都主張《城市夢想》的敘事主題與模式—社會

菁英體驗農民工在城市為夢想付出的艱辛，凸顯了節目企圖消弭「社會階

層的隔閡與歧視、彌合社會階層的精神與生活差距，強化社會階層間情感

的交流」（王暉2018: 34）。如此一來，夢想不但成為節目中企業菁英進

入農民工生活的視角，同時，企業菁英過去白手起家，為夢想奮鬥的過程

與缺憾，也成為他們理解農民工艱辛的起點，進而產生情感上的連結與同

理，拉近了兩者在成長經驗和社經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與衝突。6 

儘管評論家都認為《城市夢想》在重新描繪農民工群體的文化形象

與形塑新的社會階層關係都有別於以往農民工在大眾文化中的缺席、失語

或負面的刻板印象；然而，本文主張以《城市夢想》為代表的官方再現，

必須被置放在廣義的媒體與文學的農民工再現歷史中，才能更完整地呈

現以「逐夢者」作為2 1世紀農民工敘事基調的獨特性與文化意義。本文

將央視財經台製作和播放的農民工再現節目《城市夢想》，視為國家官

方頻道透過大眾媒體文化對於農民工（節目角色與社會群體）與中產階

級（觀眾）關係之介入與重塑的文化媒介。在概念上，本文借用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將央視財經台

的《城市夢想》理解為國家作為文化統治領導者，藉由官方傳媒以製造同

意（manufacturing consent）的方式，柔性地對中產階級市民宣導新世紀農

民工的文化形象與傳播新的社會階層關係，吸納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

與衝突，實現社會穩定。7此外，《城市夢想》的再現形式有其特殊意義：

6 在每集的節目裡，鏡頭都會聚焦於社會喬裝菁英的內心獨白，請他們分享體驗
的心得。參與者多在此刻表達他們從「外來者」、「他者」身分轉變為農民工
群體一分子的共感經驗。體驗者也常在與農民工一同返鄉探親時，感慨自己也
經常為打拼事業而犧牲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7 關於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與製造同意，見孫晶（2 0 0 1）、張永宏與李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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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其敘事架構與內容都是被篩選與編排過的，因此在文本敘事上可說

是「虛構」的；然而，真人實境節目的再現形式又有其「真實」指涉的對

象，以及超越文本敘事內容所指涉的「現實」。在「虛構」與「真實」敘

事結構的交織下，節目所建構的農民工與觀眾的社會關係，有超越文本的

多重指涉，進而形塑觀眾／社會大眾與農民工群體（虛構與真實）的「現

實」社會關係。因此，本文將採用跨越再現媒介形式的閱讀方式，以當代

影視文化與文學書寫中農民工的樣貌作為《城市夢想》敘事生產的社會、

歷史與文化背景，探究央視以「逐夢者」打造21世紀的新農民工形象的文

化情感政治。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和文化想像中，農民工群體通常被視為經濟發展的

「問題」而非中國夢的見證者。8如同《城市夢想》在節目中不斷地強調農

民工為中國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在大眾論述中，

三農問題卻被視為中國崛起最大的危機。9農民工敘事在聚焦與體現此群體

所面臨的生活苦難時，一方面試圖要求政府機關與社會大眾正視農民工的

困境，另一方面卻同時強化了農民工是當代社會問題的大眾意識，他們因

此成為中國夢裡隱而不見的幽魂。10相較於農民工如幽靈般的存在，在中國

（2012）。
8 當代農民工對於中國夢的表述可從電影再現窺見，請見張權生（2018）。關於
農民工與中國夢的官方論述，見楊志明（2018）。大眾傳媒中也不乏農民工實
現夢想的發達敘事（見李清［2011］），但本文關注的是《城市夢想》如何挪
用向上流動失敗的生命敘事，重新連結農民工個人夢想與國家發展論述之間的
緊密性。

9 關於三農問題與中國經濟發展，見溫鐵軍和楊海霞（ 2 0 1 3）與焦必方
（2005）。成兆文（2004: 15 ）主張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實現中國小康社會的夢
想；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2013）也申明要實現中國夢，必須先解決農民工
問題，由此可見農民工的向上流動是實踐中國夢的關鍵。關於農民工實現中國
夢的現實困境，見劉紫涵（2013）。

10 石勇（2013: 40）在探討農民工與中國夢的採訪報導中就指出對於新生代農民工
而言，中國夢「不僅僅是描繪『願景』，更是一種國家的承諾：每個人，無論
他爸是不是李剛，都能機會平等地通過努力實現夢想，改變命運」。然而，就
其採訪對象新生代農民工龍華金，中國夢的承諾帶來的卻是一連串的失望與挫
敗。石勇在其文章中指出政府若要實現中國夢的承諾，首先得先確保農民工享
有同等的社會資源與公平正義，才能確保其社會流動。關於後社會主義中國的
「中產階級」發展敘事，見黃宗儀與李紀舍（2010）。都會中產女性的成長發
展敘事，見黃宗儀（2020: 51-81）。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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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與中國夢的論述中，新興「中產階層」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對象。黃宗

儀在《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2020）一書就從區域發展的

地理政治研究視角切入，多以「成功」向上流動的發展敘事，探討中國夢

所蘊含的情緒與情感。在黃宗儀的研究中，雖然也觸及從內地移民至香港

的弱勢女性，但尚未談到農民工與中國夢的文化再現。本文試圖藉由探究

農民工的城市夢想敘事以及其情感政治所帶有的階級差異視角，拓展黃宗

儀的研究—「中產階級」發展敘事以及其中國夢，闡述《城市夢想》所

勾勒的當代農民工文化想像，如何吸納、協商與置換農民工「失敗」向上

流動經驗中的不滿與憤怒，改寫此群體的底層身分認同，使其重新擁抱晉

升小康階層的中國夢。11 

本文主張《城市夢想》作為2017年以後新農民工故事類型的重要性，

正在於其敘事結構所蘊含的文化情感改造工程與身分重塑—苦難的蛻變

與幸福的未來。《城市夢想》的農民工敘事不僅體現了當代國家語境下勞

動底層的情感經驗，同時也揭示了官方論述裡勞動、遷移與中國夢的文化

情感。12本文藉由分析《城市夢想》對於底層勞動群體幸福與美好生活的勾

勒與想像，探究新興的「逐夢者」論述如何形塑當代農民工的生命治理與

社會關係，並且進一步探討農民工（個人與群體）向上流動的失敗如何開

啟中國夢的另類未來。本文主張《城市夢想》真人實境秀的農民工敘事，

在形式上有超越文本敘事形塑大眾文化對於農民工群體的「真實／現實」

社會關係與文化情感結構。聚焦於《城市夢想》所描繪的農民工個人生命

11 儘管《城市夢想》的農民工發展敘事都僅停留在勾勒以及賦予農民工發展的未
來想像，而非描繪其成功地向上流動的發展敘事，然而，夢想敘事結構中所投
射的未來性以及所展演的情感政治，將農民工當下發展的「失敗」置換為即將
到來的「成功」，重新形塑農民工的底層身分，將之打造為中國夢的新主體。
本文在指稱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失敗」或「成功」時，對於如何定義農民工向
上流動的「失敗」或「成功」有所保留，因此將之放入引號中；然而為求精
簡，之後在正文中皆省略引號。

12 本文對於「中國夢」的定義一方面奠基於黃宗儀在《中港新感覺》所指的伴隨
著「中國崛起」而生的發展論述，包括國家層面和大眾文化層面，特別是其所
蘊含的向上流動神話，因此涉及農民工的自我實現如何與國家發展接軌的探
討，亦即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專門指涉《城》中農民工冀望
在城裡尋求美好生活與幸福的夢想，見黃宗儀（2020: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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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與向上流動的勞動／情感結構，本文挪用並拓展學者柏蘭特（L a u r e n 

Ber lant 2011）與阿曼德（Sara Ahmed 2010）分別在《殘酷的樂觀主義》

（Cruel Optimism）與《幸福的承諾》（The Promise of Happiness）兩部作

品中所探討的情感與情緒—樂觀與幸福，探究代表官方論述的《城市夢

想》如何藉由逐夢者身分，重新定位過往被大眾文化視為經濟發展中的弱

勢群體的農民工，使其成為體現、在地化與開創當代中國夢的新主體，並

且進一步探討夢想敘事所蘊含的文化情感政治。

由於本文聚焦於《城市夢想》敘事中農民工情緒的流動與情感的置

換，專注於特定的農民工個體文本分析，較能凸顯節目的夢想敘事結構如

何挪用與形塑農民工的內在情感結構。因此，本文選擇以第二季第五集

《我是你的臂膀》裡的身障農民工的生命發展敘事作為主要的分析範例，

用意在於強調《城市夢想》如何拓展與想像「農民工」作為新世紀國家夢

想敘事的新主體之概念與指涉對象，透過節目敘事所隱含的農民工內在情

感改造工程，將身障者形塑為持續發展中國夢不可或缺之推手。《我是你

的臂膀》對於身障農民工殷彬的刻畫，聚焦於他在逆境中仍不斷投注於追

求向上流動的生命精神，顯現了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中，國家

（《城市夢想》作為國家媒體的運作機制）對於個體生命治理的規範，包

括：獨立自主、個人化、對自我生命如何發揮最大經濟效用的規劃與掌握

等概念，已經完全滲透到身障農民工群體，強調其不畏挫折和艱難，將自

我投身於中國的發展論述之中。 13再者，《城市夢想》以家庭作為農民工

13 本文分析聚焦於《我是你的臂膀》中作為身障農民工的殷彬，旨在強調《城市
夢想》作為官方敘事在投射與打造中國夢未來主體的涵蓋範圍，當節目敘事將
殷彬與他的聽障女兒殷黃妮描繪為當代中國夢之新主體時，不僅強化了《城
市夢想》如何轉化殷彬身為農民工與身障者的雙重弱勢身分，也同時透過其父
女代間的責任與照護，闡述中國夢的新主體如何擔起代間夢想傳承的責任與交
替。儘管《我是你的臂膀》對於身障者的再現，與過往中國身障者敘事傳統聚
焦於成為社會有用之人的精神相近，但是其在農民工殷彬內在情感的刻畫上，
不僅止於正面情緒的雕塑與強化，而仍然賦予其傳達負面情感的敘事空間，如
不滿、失望、憤怒和憂鬱等，與《城市夢想》系列的其他農民工敘事情感政治
一致，更凸顯了本文主張農民工的夢想敘事，雖然企圖以逐夢者重新界定農民
工的身分認同，但仍然挪用了農民工敘事傳統中的苦難與悲情作為主要的情感
政治表現。關於中國的殘障者敘事與再現政治，見Dauncey（2002）、Kohrman
（2005）與Knigh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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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動夢想慾望的核心，雖然節目多數聚焦於隻身在城市裡奮鬥的農民

工，但是農民工所勾勒的向上流動夢想皆以改善家庭整體生活狀況，或

是為特定年幼或年長的家庭成員籌措醫療費或教育費。因此，本文在探討

農民工向上流動情感的置換與轉變時，企圖從農民工與家庭成員的生活與

互動情感切入，凸顯《城市夢想》所勾勒與想像的個體經濟發展與向上流

動，是有別於西方向上流動論述（或是美國夢）中的個人主義。相對於

《城市夢想》其他集數中隻身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主角，他們僅能透過自

我陳述或旁白來勾勒對家人與家庭的情感與夢想，《我是你的臂膀》聚焦

於同在城市生活的殷彬一家三口，敘事結構上賦予三位家庭成員互動的細

節與情感的獨白。14本文希望藉由《我是你的臂膀》的細讀，闡述《城市夢

想》以家庭作為向上流動核心的文化想像，不僅重新打造農民工的追夢者

身分，更進一步複製與再生產下一代農民工家庭出身的新夢想主體，拓展

中國夢裡個人向上流動與家／國發展的緊密性。

在分析《城市夢想》向上流動敘事的情感流動與置換上，本文倚重柏

蘭特在其同名專書的「殘酷的樂觀主義」之概念。柏蘭特指出：

當你慾望的東西成為你繁榮發展的阻礙時，便形成了一種殘酷的
樂觀主義關係。這可能涉及食物或是一種愛戀關係；也有可能是
對美好生活的幻想，或是政治專案。也有可能是更簡單的東西，
像是一個保證可以改善你生活方式的新習慣。這類樂觀的關係其
本身並不殘酷。只有當你最初所投注依附的物體成為阻礙你達成
目標的障礙時，才變得殘酷。（Berlant 2011: 1）

柏蘭特主張對於美好生活的慾望，例如：向上流動，對於備受當今經

濟危機威脅的移工群體而言就是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因為移工唯有

14 《城市夢想》敘事中農民工當下的危機通常都是與留守家鄉父母或未成年兒女
相關，但也因為距離的問題，節目較無法直接訪談留守老人或孩童，僅能由在
城市的農民工單方面陳述其向上流動夢想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或是其對家人的
情感。舉例而言，〈我在廣交會〉的農民工尚海洋，其最大的希望就是改善老
家的生活，而最牽掛就是年邁的母親突然倒下，因此，當他手機聯絡不上母親
的時候（當下危機），節目就聚焦在他焦急的肢體語言與掛念、擔憂的情緒獨
白。〈高鐵守門人〉的王克輝為了擔負中風父親的醫藥費離家工作，某日突然
接到電話說父親病重（當下危機），請他回家一趟，節目與企業菁英體驗者便
跟隨著他回家探望父親，節目接著透過他在家與父親的互動傳遞父子間彼此的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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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心力不斷地投注於向上流動的幻想中，才能繼續面對當下貧乏的生活

與憂鬱的狀態。15本文借用柏蘭特的概念解析《城市夢想》如何勾勒與建構

農民工的生存狀態與情感經驗，一方面企圖探討節目對於農民工的再現為

何倚重向上流動敘事的慾望，另一方面希望藉由《城市夢想》的農民工敘

事拓展柏蘭特「殘酷的樂觀主義」之概念，闡述殘酷樂觀的中國在地指涉

性以及樂觀主義所形塑的跨階層社會關係。

本文關注農民工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相應而生的新社會群體以及全球

分工底層，在勞動遷移、移民與情感研究上的相關性與特殊之處，尤其是

中國社會對於此群體文化情感的轉變。在情感研究中，移民與當地社會的

文化情感一直是許多研究者所關注的議題，柏蘭特和阿曼德在談樂觀與幸

福時，都特別談及了這樣的情緒與情感如何驅動與宰制移民個體與群體對

於遷移與未來的想像與行動；海默（Ben Highmore）在談文化情感時，更

以移民敘事軸線聚焦於移民主體與社會大眾在情緒上的變化與轉換，來談

移民經驗在情感研究上的特殊性。在海默針對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英國移

民研究中，他發現移民敘事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文化情感，亦即這群移民

在遷移之初對於英國多抱持著天真、樂觀的期待與看法，但移居後的生活

經驗卻會讓他們從最初的樂觀轉變為失望，而媒體文化與社會大眾將此群

體視為「社會問題」，更使得這群移民從夢想的實踐者，成為英國社會治

安恐慌的特殊群體，而帶有負罪感。這股瀰漫在1930和1940年代英國社會

當中的情緒—天真／失望、受害者／威脅、社會問題／解決方案，一方

面展現了移民敘事軸線從充滿希望轉為失望的歷程，顯示了移民群體經驗

中情感的轉折，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化情感並非單一不變，而是一種持續

在過程中發展的狀態（Highmore 2017: 93-95）。在海默的分析中，移民文

化情感的轉折與轉變，不僅是移民因應生活環境與生命際遇所積累的情緒

與情感，更與文化媒體與社會論述緊密交織。本文藉由分析當代中國影視

媒體對農民工群體文化情感的轉變，深化移民研究與情感政治研究裡對於

境內移民情感經驗的探討：一方面從跨國移民所遭遇的種族歧視問題，轉

15 柏蘭特對於移民與「殘酷的樂觀主義」的詳細討論，見Berlant 2011: 16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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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探究農民工的境內遷移與勞動，因城市／鄉村身分所面臨的公民差別待

遇以及戶口制度與身分限制，如何改寫農民工對於幸福承諾與美好生活的

想像，以拓展阿曼德和海默在移民、種族與情感研究上的論述；另一方面

聚焦於經濟發展與階級差異所衍生的情感結構與情感文化，進一步探討農

民工作為境內移工與國家、中國夢之間複雜的情感政治，闡述國家發展論

述與勞動階層之間親密又矛盾關係。

二、從苦難的化身到逐夢者的農民工敘事

《城市夢想》以逐夢者重新樹立農民工在媒體再現與文化想像中的樣

貌，一方面展現了節目冀望扭轉當代農民工刻板印象的企圖，另一方面更

藉由夢想的敘事結構與情感，化解了農民工與國家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矛

盾與對立，重新建構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中國夢。16過往被稱為「盲流」、

「民工潮」與「弱勢群體」的農民工（張慧瑜2014: 71, 97），在《城市夢

想》中搖身一變成為「逐夢者」；這樣的轉變，除了讓農民工得以鮮明的

個性、獨特的成長背景與清晰的勞動過程和身分呈現於大眾媒體，一改過

去如「民工潮」和「盲流」修辭所隱含的烏合之眾的寓象之外，更透過如

此個人化的夢想敘事結構，展演並翻轉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後的內在情感，

重塑了農民工群體向上流動的迷思，以修補底層群體與國家發展之間的矛

盾與斷裂。17 

相對於新世紀以來的農民工文化再現多聚焦於底層群體的苦難，《城

市夢想》以逐夢者的身分重新形塑農民工的形象，打破了農民工在菁英作

家、先鋒藝術家與影像工作者視角下的人道關懷敘事想像。江臘生（2016: 

16 本文主張《城市夢想》的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特殊之處並非在於讓農民工講述
自己在城裡奮鬥的夢想，而在於其以逐夢者打造農民工的文化身分與想像。
農民工自我表述的城市夢想文章，散見於各類型的打工者書寫，如姬鐵見
（2018）的《止不住的夢想》、范雨素（2017/04/25）以自傳體寫成的〈我是
范雨素〉，或曹穎（2009/01/05）的〈一個外來打工者城市夢想〉。

17 媒體對於農民工的稱呼隨著年代有所不同，「盲流」的說法最初出現於1 9 5 2
年，在1995年又再次出現；「民工潮」的說法出現於1989年；2002年官方正式
將農民工群體視為「弱勢群體」關於民工潮發展的簡史，見溫鐵軍（2005: 46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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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在《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一書中指出「在當代作家的話語想像之

下，農民工大都成了苦難的化身」；張慧瑜（2014: 103, 108）在探討新世

紀之初以農民工作為拍攝主題的「地下電影」和「地下紀錄片」以及先鋒

藝術家的作品時，也指出在這些媒體再現中「『農民工』的修辭已經脫離

了早期在現代化邏輯下所建立的樂觀主義敘述，而成為一種社會苦難的象

徵」。18在底層苦難的敘事結構中，農民工遷移勞動的經驗被簡化為現代經

濟發展的受害者，而其生命敘事與情感被扁平化為單一、停滯的痛苦。 19

《城市夢想》正是在多以底層苦難作為勾勒農民工生命經驗的文化生產及

歷史脈絡下，衍生而來的另類農民工敘事—以「逐夢者」所隱含的正

面、積極、樂觀和上進精神，取代農民工作為社會苦難的化身。

央視透過財經台轉播《城市夢想》，重新形塑農民工在大眾文化中的

形象，凸顯了其所欲關照與中介的社會階層關係—農民工與中、上層階

層。就敘事結構中所指涉的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跨階層相遇，以及企業菁

英帶領公司團隊創造協助農民工的多元庇護計畫而言，《城市夢想》一方

面將農民工從「苦難者」的被動角色轉化為積極面對困境與追求夢想的「逐

夢者」；另一方面則是邀請央視財經台的主要受眾跟隨著節目企業菁英的

生活體驗，重新認識與接納農民工群體，一起參與一場社會與文化改造工

程。20節目敘事以城市作為農民工夢想的場域，不僅點出他們在當代中國經

18 關於農民工、貧窮、苦難與底層敘事，見江臘生（2 0 1 6 :  1 1 4 - 1 2 0）、彭維鋒
（2 0 1 5）、劉暢（2 0 1 7）。從人類學研究切入農民工苦難的專書，見郭于華
（2011）。在社會學研究中，江立華和谷玉良（2016: 119-122）指出雖然苦難
研究一直是社會學切入農民工研究的視角，但他們主張應該也關注農民工的幸
福研究。

19 郭春林（2016: 61）指出儘管在2014年中國農民工已達到2.7億人，但「他們身上
除了貧困與艱辛的生活經歷外，既不具有意識形態的代表性／典型性，也沒有
媒體工業需要的故事」，因為觀眾偏好具有輕鬆、娛樂性質的成功案例。郭春
林的研究不僅說明了在《城市夢想》出現之前，農民工在中國電視媒體中缺席
的因素之外，同時也再次凸顯在大眾意識形態中農民工等同於「貧困與艱辛」
的化身與象徵。

20 央視選擇在財經頻道而非農業農村頻道播出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城市夢想》，
一方面除了希望能改變社會大眾（財經台觀眾）對於農民工的刻板印象之外，
另一方面財經台的主要功能在傳遞國家經濟發展目標與政策方向，透過《城市
夢想》的敘事結構，財經台在宣導目前針對農民工在城市就業規範的政策修正
與走向之外，同時也強調以農民工作為中國夢新主體的現代經濟發展敘事旨在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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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現代化與城市化中當下與未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拉近節目

觀眾（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與農民工的社會關係，重新設定城市作為共享

向上流動夢想之地所包含的對象與群體。然而，節目敘事將逐夢者身分的

建構聚焦於農民工內在情感的形塑，而非資源的直接投注或是制度結構性

的重建，也使得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夢想最終僅能呈現為節目敘事中跨階層

相遇的「驚喜」或是「奇蹟」。21這份驚喜與奇蹟，透露了農民工逐夢者的

新文化形象，依然是被擺放於帶有階級差異與「他者性」的被凝視位置。

雖然《城市夢想》將農民工形塑為21世紀中國夢的主體，然而，不論

是節目敘事結構本身所帶有的農民工身分與情感的轉換，亦或是官方論述

企圖扭轉農民工在文化再現脈絡中，從苦難的代表轉變為逐夢者的歷史進

程，都體現了農民工作為（過去與當下）中國夢「不快樂檔案」的象徵性

代表。以跨國移民作為其「不快樂檔案」（unhappy archive）研究中的象徵

群體之一，阿曼德（Ahmed  2010: 18）指出追求幸福的夢想本就不公平：

「我們必須體認到幸福的承諾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有人受苦，『我

們』才得以保有美好的生活。」（ib id.: 195）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脈絡

下，農民工一直扮演著中國夢裡「暫時」被犧牲、需要等待才能完全取得

現代公民主體身分與權利的弱勢群體。不同於阿曼德在書中討論的跨國移

民，他們對於遷移與追求幸福的夢想投射多是建立在個體對於向上流動慾

望的投注，近似於白手起家的個人發展命題，《城市夢想》裡對於農民工

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經驗的描繪，以及其勞動對於建造與維持城市運作的

重要性的陳述，都使得農民工的城市夢想帶有家／國的群體性，亦即農民

工的自我實現與改善家庭現況和國家經濟發展之間有著無法切割的家／國

關係。因此，《城市夢想》以旁白形式或是農民工的自述來描繪農民工過

往與當下的生命困境，以建立農民工的苦難形象，是相當重要的敘事策

略。儘管在官方論述與國家語境之下，《城市夢想》都企圖翻轉農民工

農民工生命治理與內在情感結構的都市化與市民化。
21 〈媽媽，我想讓妳聽見〉的企業菁英體驗者王翌以「驚喜」來形容他與農民工
吳運國的重逢，而《我是你的臂膀》的農民工殷彬則以「奇蹟」來形容他與企
業菁英蔣錫培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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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夢的「受害者」；然而，節目敘事透過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自

我敘事，將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個人慾望，轉化為家庭發展與國家計畫經濟

之必須；節目雖然將農民工描繪為國家計畫經濟之下的不快樂主體，但肯

定他們不斷地將勞動與生命力投注於家庭與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使之成

為中國夢的未來主體。亦即，《城市夢想》要塑造農民工的「逐夢者」身

分，必須處理與講述農民工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痛苦與不快樂，將之描繪

為一種已成為過去式的「歷史」經驗，才能重新改寫農民工與中國夢之間

的關係，並且進一步藉由農民工的文化情感改造工程，拓展與普及化中國

夢的幸福承諾，而讓當代農民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敘事中的新主體。

中國經濟發展夢所承諾的美好生活與幸福的承諾，在農民工群體中有

著特定的形式與指涉。在《城市夢想》中，城市之所以成為當代農民工的

發展夢，除了其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之外，與中國的戶口制度息息相

關。22儘管中國政府政策不斷地針對農民工群體在城市與農村戶口之間轉換

的難題上做調整，然而，中國的戶籍制度如同一堵無形的國界，限縮了農

民工遷徙移居的選擇。少了城市戶口的身分，農民工較難在工作的城市中

取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權與福利，造成了「公民身分差序」（吳介民

2011: 55）。23戶口制度無意中成為一種劃分誰能享有追求幸福、美滿生活

權利的階序關係。阿曼德（Ahmed 2010: 133）主張跨國移民的敘事體現了

「公民身分成為一種決定誰能優先享有幸福的技藝」，不管是在殖民體制

下的英國或是提倡自由移民的美國，公民身分成了幸福的承諾，而「非公

22 關於戶口制度的發展與變革、農民工的遷移勞動與中國經濟，見Ca i an d Wang
（2008）。

23 關於戶口制度所造成的「公民身分差序」概念，見吳介民（2 0 1 1）。由於篇
幅有限，加上本文著重在戶口制度城鄉二元劃分所產生的「公民身分差序」，
如何影響農民工將城市視為追逐向上流動夢想的場域，本文對於戶口制度的討
論不盡完善。但如同《城市夢想》在節目結尾會出現針對農民工因為不具城市
身分所遇上的問題提出政策改革方案／指引的宣導片段，中國境內不同城市對
於過去城鄉二元制的戶籍制度已經進行多次修改以及導入新的居住證政策，例
如：深圳、上海和成都市等（孫偉、夏鋒2018: 27-29），企圖改革戶籍制度所
造成的公民福利落差與差異對待問題。關於戶籍制度的改革與放寬，見孫文凱
（2017）。關於戶籍改革對於人口流動影響之研究，亦即排除身分差異是否會
影響農民工遷移至城市的驅力，見李沛霖（2021）。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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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如欲取得幸福的承諾，得先證明自己擁有相當的條件」。在中國政治經

濟的發展脈絡下，戶口制度所造就的農民工的「公民身分差序」問題，使

得城市與城市身分成為農民工取得向上流動夢想的實際場域與文化象徵。24

《城市夢想》敘事重新形塑城市與農民工之間的關係，透過跨階層的相遇

與企業菁英所展現的慈善精神，將農民工原本在城市所經歷的不友善對

待，轉化為充滿「奇蹟」與「驚喜」的各種可能性，使得農民工得以重新

擁抱城市所代表的當代中國文化象徵—美好生活與幸福的承諾。

《城市夢想》裡農民工的夢想敘事結構，將農民工從「底層」、「受

害者」的被動位置轉化為具有精神內涵與充滿希望的逐夢者，闡述其得以

成為未來城市居民的人格特質與社會價值，積極參與國家經濟發展所勾勒

的現代性。25筆者認為《城市夢想》裡的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農民工與

企業菁英的相遇，除了如其他評論家所言，提供了不同社會階層間的交流

以消弭偏見之外，同時也透過這樣的相遇，重新建構農民工的內在情感世

界，將之形塑為具有體現中國改革開放後文化價值的未來中間階層主體，

而化解了農民工與社會、國家的矛盾與衝突。26在節目的敘事結構裡，農民

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成了將農民工從「憂鬱的移工」（melancholic migrant, 

Ahmed 2010: 144）轉變為得以獲得「自由追求幸福」（freedom to be happy, 

ib id.: 133）機會的主體，說明了如果農民工願意放下底層敘事中的痛苦與

磨難，重新相信與擁抱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農民工群體也能夠擁有國家經

濟所承諾的幸福和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發展權與公民權。也因此節目中農民

工與企業菁英相遇的重要性，並非在於提供實質性的協助，而是賦予農民

24 關於農民工身分無法轉換為新工人的問題探討以及其與戶籍制度的關連性，見
潘毅、任焰（2018: 102-115）。研究指出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亦即1980年
代以後出生的農民工世代來說，夢想（包含向上流動）而非金錢對他們來說才
是驅動其遷移勞動的動機，見秦昕和徐敏亞（2013）、胡文嘉（2012）、《華
夏星火》（2007）。相較於第一代農民工而言，新生代農民工更相信透過個人
的奮鬥和學習專業技藝，就能成為白領階級（李和平、吳焱2011: 98）。

25 江臘生（2016: 114-124）主張作家的想像性農民工敘事僅聚焦於其苦難而缺乏
情感深度；王瓊（2015: 62）在談農民工電影題材與中國夢時也提及電影敘事過
分聚焦於農民工的苦難，而顯得過分煽情  。

26 關於節目作為增進社會階級互相理解與交流的論點，見王暉（2018: 34）、王平
（2018: 28）與張敏（2017: 21）。



247

工情感結構轉向的契機與重塑其生命敘事的平台。透過展演農民工內在情

感從憂鬱轉為懷抱夢想的過程，不僅拉近農民工與不同社會階層觀眾的距

離，也使得情感政治成為夢想敘事中最重要的文化表徵：農民工與企業菁

英、白領階層觀眾的跨階級相遇成了象徵性的生命經驗轉折，將農民工所

遭受的物質性與社會結構性的挑戰與不公，轉化為內在情感經驗的協商與

重塑。

三、向上流動失敗與情感經濟

本文接下來將以《城市夢想》第二季第五集《我是你的臂膀》作為農

民工夢想敘事結構的分析範例，闡述此敘事文本所蘊含的情感結構如何將

農民工從憂鬱的移工轉化為快樂、幸福的逐夢者，更進一步探究農民工作

為逐夢者對於國家幸福與經濟發展的寓意。本節著重在農民工向上流動失

敗敘事中情緒與情感的展演、置換和轉化；在研究方法上，本節採用阿曼

德在〈情感經濟〉（“A f f e c t i v e E c o n o m i e s”）中將情緒與情感視為一種

可在不同依附對象之間流動與轉換，以形塑各種群體的社會關係的文化經

驗，探討《我是你的臂膀》敘事結構裡如何藉由農民工殷彬與企業菁英蔣

錫培相遇的情感經歷，將殷彬從苦難者轉型為逐夢者，並且重新形塑農民

工群體與其他經濟階層觀眾的文化情感與社會關係。27本文同時挪用阿曼德

在《幸福的承諾》一書中針對英國移民情感的分析，一方面凸顯農民工在

中國戶口制度下「移工」身分的情感特殊性，另一方面耙梳、深化農民工

夢想敘事的情感結構，探討向上流動所勾勒的美好生活何以成為分化底層

勞動群體的凝聚力，而使得農民工的逐夢者身分成為結構性社會改革的阻

礙而非助力。28 

27 關於「情感經濟」之定義，見Ahmed（2004: 117-120）。
28 美好生活（the g ood l i fe）在本文中不僅是挪用柏蘭特在《殘酷的樂觀主義》一
書中與樂觀主義緊密相聯的情感慾望，更是《城市夢想》拍攝對象對於夢想的
定義，《我是你的臂膀》裡的蔣錫培就曾在節目最後總結：「身障人士他們這
個群體，他們渴望得到關心、得到關愛、得到幫助。特別是讓他們有尊嚴，特
別是讓他們融入這樣的一個新時代，融入到追求未來美好生活的夢想當中。」
（陳卓2019/06/02: 56:34-56:50）蔣錫培的說法不僅將追求美好生活定位為農民
工個人的生命使命，更將之視為是「一個新時代」的重要使命。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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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臂膀》描繪雙手殘疾的農民工殷彬與遠東控股集團主席蔣

錫培的相遇。殷彬的太太因為患有小兒麻痺症不方便行走，無法出外打工，

而女兒殷黃妮又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和兩耳重度聽障。節目一開始講述住在

山西太原的殷彬因為殘疾的關係在求職上遇到許多困難，在「付出常人難

以想像的艱辛努力後」（陳卓2019/06/02:  1:21），終於成為有一技之長

的藝術玻璃噴雕工，並道出殷彬的夢想是用著他「殘缺的肢體去撐起這個

家，也想讓孩子以後的生活過得更好」（ibid.: 2:08-2:15）。在以農民工夢

想為主軸的敘事結構中，《我是你的臂膀》藉由勾勒農民工殷彬的身世，

並以其超越常人的堅持與努力建構了他的逐夢者身分。節目接著介紹化身

學徒走近農民工生活的企業菁英蔣錫培，簡述二十七歲的他自農村小廠的

創業背景，在經過三十幾年的打拼之後，將位於江蘇宜興的公司發展為全

國五百強企業。在蔣錫培變身為農民工學徒前，節目透過他與太太的對話

與自述，強調其亦是農民出身，對於吃苦的生活一點也不陌生。他太太在

回應他擔心體驗的三天都會吃不飽時說：「我們最苦的時候，不也都是農

民出來的嘛，種庄稼也種過，吃苦也吃苦過」（ibid.: 5:38-5:43）。蔣錫培

也強調「我的基因就是農民，基因就在農村，不管我的身分發生了什麼變

化，這個烙印是難以揮去的」（ibid.: 7:06-7:14）。現為企業菁英的蔣錫培

藉由同是來自農村的農民身分，建立了他和殷彬的相似之處與同理連結。

在殷彬與蔣錫培（化身為裴哥）這段師傅與學徒的三天相處中，蔣

錫培先是跟著殷彬學著做玻璃噴雕，體驗這份工作的艱辛；晚上入住殷彬

家，進一步瞭解其家庭組成（太太和女兒）以及其所面對的生命挑戰（因

為女兒生病而負債過日）。接著，節目聚焦於殷彬失業的困境，殷彬工作

的小微企業因為城中村改造需要搬遷，而老闆在工廠搬遷的同時進行生產

製造機械化，以電腦取代人工噴雕，使得殷彬面臨遣散的危機。儘管殷彬

與蔣錫培試著在商場兜售殷彬在家中工作室自製的噴雕玻璃杯盤，但卻四

處碰壁。緊接而來的是面對太太要求清償部分跟娘家大姊借款的爭執，進

一步說明了殷彬的生活壓力。蔣錫培也試圖透過中國殘協瞭解是否有協助

殷黃妮取得國家項目補貼款項的辦法，以減輕殷彬的債務危機。然而，經

過諮詢以後發現黃妮耳朵的先天性畸形，讓她喪失了國家項目補助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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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也因此蔣錫培在離去之前，雖然理解到身障農民工群體的困境，但依

然無法以其化身的身分提供實質的協助。一個月之後，殷彬受邀前往遠東

控股集團總部對其內部的身障員工進行勵志分享會，與蔣錫培重逢，得知

其真實身分，並為集團新創的公益機構「山西身障人創業遠東幫扶點」揭

牌。蔣錫培同時在分享會後於私人辦公室接待了殷彬一家，並安排其與紫

砂專家王鋅平見面，商談殷彬以玻璃噴雕技藝創業的未來性。

以《我是你的臂膀》作為《城市夢想》敘事分析的範例，農民工與

企業菁英相遇的故事框架和情感結構可以分為兩部分，前半部描繪企業菁

英與農民工相處的三天過程，敘事主軸多著重在描繪農民工在城市追求夢

想所遭受的挑戰與苦難，而透過農民工個人生命經驗所傳達的情感多為失

望、挫敗、無奈與無助，或是伴隨著追逐夢想失敗與失望而來的羞恥、不

滿與憤怒。29後半部則聚焦於企業菁英與員工商討協助農民工的具體做法，

同時讓農民工暫時離開生活日常，前往企業菁英所在的城市與其重逢，並

且簡述農民工在得知「徒弟」的真實身分後所獲得的實質幫助。儘管企業

菁英提供的協助通常並不能完全解決個別農民工的困境，但其所贈與的禮

物和提供的承諾，卻能一改節目前半部農民工的愁雲慘霧，呈現出驚喜、

感動以及充滿希望的氛圍。

在《我是你的臂膀》的前半部敘事中，殷彬三十幾個年頭的生命苦難

被濃縮在近五十分鐘的鏡頭敘事裡，他談及自己從小就因身障而沒有玩伴

的孤獨感和邊緣化，以及在就業和創業上經歷過無數的失敗，好不容易才

學得的玻璃噴雕手藝，卻讓他在城市現代化和工藝機械化時失業了，展現

出一種被時代「淘汰」的感覺（i b i d.:  38:50）。當其和太太在為了清償部

分債務而起爭執時，鏡頭更是多次聚焦於太太手寫的積欠對象與金額數目

的帳本，捕捉殷彬因憤怒而摔破送給女兒的玻璃杯，以及殷彬無處發洩怒

氣與挫敗感而多次用力踢著屋外的磚牆。在這樣的鏡頭敘事中，殷彬成了

29 《我是你的臂膀》全長共58分13秒，前半部企業菁英體驗農民工生活的部分總
長約51分鐘，後半部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重逢約7分鐘；《城市夢想》系列其
他集數的前、後半部敘事佔比都和《我是你的臂膀》相同。由敘事長度比例來
看，可見《城市夢想》著重於農民工生命經驗的闡述。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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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移工」，他的抑鬱不僅來自身障的身分與成長背景，更來自於失

敗的向上流動經驗，女兒生病所積欠的債務成了他無法實現提供女兒和家

庭更好的生活的承諾的具體表現；失業後兜售杯盤的到處碰壁，更再次重

現了他過往的生活經驗，提醒他在經過了許多努力以後，又回到了原點。

殷彬在家裡工作室自製的玻璃噴雕杯盤，一直是他「掙錢還債，改善生活

的希望」（ i b i d.:  31:46-31:48），對他而言，那些杯盤承載著他向上流動

的夢想，是「快樂的物件」（happy object, Ahmed 2010: 135），提供了他

幸福的承諾。節目藉由三次特寫一個雕刻著「夢想」以及「給夢想一雙翅

膀自由遨翔」等字的杯子，具象化了玻璃噴雕工藝作為殷彬追求美好生活

的幸福載體，然而，他的失業與商家以產品設計過時為由而拒絕寄售的行

為，讓殷彬再次被時代所遺棄。因此，他在蔣錫培提議找店面做小生意

時，沮喪又憤怒地說著：

我現在腦子特別亂，沒有天下掉餡餅的東西，你醒醒吧！好不
好？你太單純了。這麼多年我經歷了很多事情，我還是四處碰
壁。我堅持了將近二十年了，我還是這樣子，還得淪落到擺地
攤。（陳卓2019/06/02: 38:21-38:40）

殷彬話語中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了原地的「倒退」、「沒有進步」

感，不僅總結了其二十多年的生命經驗，更隱含了他過往堅持的生命治

理—學得一技之長—在城市現代化和工藝機械化的宏觀背景下，是項

「錯誤」的決定，他的勞動和生命經驗因此而陷入無法脫困的危機之中。

如果殷彬過去一直堅信著只要靠著自己的雙手和玻璃噴雕技藝就可以提供

家庭更好的生活，在被蔣錫培稱之為「我們很有幸、很有緣，贏得了這樣

一個好的時代的好的成就」的新世紀（ibid.: 2:20-2:26），他卻與這樣的機

緣錯身而過，甚或再次意識到他一直活在一種他能贏得幸福的「假象」當

中。他對於自己並非具有自由追求夢想的權利的覺醒、不滿與憤怒，展現

在他與太太爭吵的過程中，摔碎了他在尚未知道自己即將失業之前送給女

兒的那個刻著「寶貝快樂成長」的玻璃杯上。那個玻璃杯一方面具體描繪

了殷彬「讓孩子以後的生活過得更好」的夢想，將美好生活從優渥的物質

經濟條件拓展到快樂的抽象情感之外，另一方面玻璃杯的碎裂，則體現了

殷彬說：「我所做的工藝已經不再做了，已經淘汰了」所帶有的失望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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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ibid.: 38:47-38:50），更進一步揭露了殷彬向上流動夢想的破滅。

在殷彬無法向上流動的生命敘事中，除了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宏觀因

素之外，更多的是他自述中作為身障者、農民工被社會大眾排拒的自我羞

恥感。透過殷黃妮開玩笑似的提問：「爸爸最怕丟的是什麼？」（ i b i d . : 

19:24），然後自問自答地說：「丟人」（ib id.: 19:34），節目敘事聚焦於

殷彬逐夢失敗的羞恥感而非憤怒與不平。相對於以摔杯和踢牆等肢體動作

來傳達夢想破滅的失望與挫敗，殷彬兩次提到自己覺得「不是一個合格的

丈夫，也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ibid.: 34:07-34:09）。他自認為在扮演父

親與丈夫角色上相當地「失職」，展演的是一種自我否認與羞恥感，而這

樣的失敗對他而言，僅能歸咎於無法抗拒的時代因素和自我的無用—其

技術與勞動力不再被現代社會所需要—而非國家政策缺乏配套措施與規

劃。在殷彬的成長經驗中，追求夢想與美好生活都是個人的責任，如同他

克服困難習得一技之長，以此取得經濟獨立、養家活口，或是在別人因為

他的身分排斥他時，他學著「盡量把自己變得更加自信一點，更加陽光一

點」（ibid.: 4:06-4:12），都顯示了殷彬認為個人必須完全承擔責任，以獨

立與堅毅等人格特質，證明自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雖然營造了蔣錫培

口中殷彬「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身障人是對社會有幫助的，是為社會

可以做出貢獻的」大眾形象（ibid.: 49:47-49:55），然而，節目敘事聚焦於

殷彬的「失職」與羞恥，進一步迴避了他探問社會結構性缺失的可能性，

將逐夢受挫的失望情緒完全導向個人的失敗，以內斂的羞恥感取代了外顯

的憤怒，將農民工殷彬與企業菁英蔣錫培的相遇，轉換成一種農民工內在

情感的「傾訴」與企業菁英體驗者的「傾聽」。30傾訴與傾聽看似讓農民工

有了發言權，但卻將這樣的發言內容限縮於自我的失敗與羞恥，使得傾聽

30 節目兩次提到社會大眾與身障農民工的連結有賴「傾聽」。一次是在蔣錫培的
三天體驗後心得分享獨白中提到，他說：「其實我們還是要更多地去連接，更
多地去傾聽，更多地有地放矢，使他們得到基本的幫助，使他們對未來更有信
念，更有信心。」（陳卓2019/06/02:  49:56-50:10）另一次是蔣錫培的員工提
出如何協助身障農民工的方法：「讓這些身障人士，他們有一個展現的舞台，
讓我們去傾聽一些，他們背後的故事。」（ibid.: 52:14-52:17）殷彬自己在總結
與蔣錫培的相處經驗時，也提到：「〔蔣錫培〕能夠和我說說心裡話」（ibid.: 
48:39）。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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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種窺探農民工內在情感世界的途徑，而非深入瞭解身障農民工需求

的重要過程。殷彬的言說翻轉了屬於私人領域的羞恥感，使之外露而成為

一種社會大眾可感知的文化情感，將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失敗，描繪為個人

的因緣際遇而非群體社會的責任。

然而，在農民工的夢想敘事中，傾訴失敗雖然闡述了他們作為中國夢

裡不快樂主體的生命經驗，卻同時也證明了他們是具備追求美好生活條件

的未來小康階層。如同多數評論家指出，《城市夢想》所拍攝的農民工都

具備純樸、積極和不畏艱難等正向人格特質，殷彬正是透過回顧其過往生

命經驗的失敗與面對挫折的積極態度，來展現他在追求幸福與向上流動機

會的堅忍不拔，更說明了他個人堅信獨立自主是實現夢想不可或缺的人格

特質與生命治理觀。 31殷彬的「傾訴」成為一種展現逐夢者身分的自我表

演，唯有在經歷過多次的失敗之後還能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奮力不懈而不

怨天尤人，才得以證明農民工並非為時代所淘汰與遺忘的失敗群體，而是

與城市居民一樣，可以透過個人奮鬥而晉升白領階層的現代主體。也正是

藉由傾聽農民工向上流動的艱辛和失敗，企業菁英的體驗者和白領階層觀

眾得以認可與賦予農民工追求美好生活與幸福的願景，將農民工從中國夢

的「他者」轉化為自我群體的一部份。節目以農民工內在情感的表述，特

別是含蓄的自我羞恥感而非不滿與憤怒，將農民工失敗的生命治理，重新

形塑為追求當代中國夢所需的個人人格特質—獨立自主與堅忍不拔。因

此，農民工的苦難經歷在《城市夢想》的逐夢敘事結構中僅扮演著次要的

角色，關鍵在於透過苦難的情感敘事，展現農民工的人格特質，以其可塑

性與未來性，取代過去的失敗，重新賦予他們幸福的生命願景。

在《城市夢想》裡，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雖然是一種跨階層

的社會關係，但並非是超越階層的平等關係。在以傾訴和傾聽作為重新闡

述與形塑農民工人格特質的敘事結構中，除了必須將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

的經驗，轉換為堅毅的個人奮鬥史，讓觀眾得以從中觀察並肯定農民工的

31 在殷彬參加《城市夢想》的錄影之前，山西的新聞媒體也曾報導過他，強調的
正是他獨立自主的性格與生活態度，見《每日頭條》（2014/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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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人格特質之外，更進一步是要確保農民工不為失敗的負面情緒（如憤

怒、不滿與憂鬱等）困住。在《城市夢想》中，將農民工帶出向上流動失

敗陰影的任務，不僅是企業菁英傾聽農民工聲音的目的，更是農民工需要

積極展現的人格特質。《我是你的臂膀》在結束前半部鋪陳與講述殷彬的

個人奮鬥史與困境之前，穿插了一段殷彬對於和蔣錫培（化身為裴哥）相

遇的總結，他說：

裴哥他是一個特別有愛心的人，本身我就是被很多的關注，或是
被很多人的關愛，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內心裡面
也是和裴哥一樣有著一顆善良的心。這一點我倆是特別像的。   
（陳卓2019/06/02: 46:54-46:15）

在殷彬與蔣錫培的相處中，他除了感受到對方的善心之外，更表達他

對於這段相遇以及其過往人生經歷所抱持的感恩心情。32殷彬以感恩的心，

置換了奮鬥失敗過程中的憂鬱與不平，讓相遇故事的前半部以相互感受到

對方的心意和同理對方的處境作結，將這場跨階層的生活體驗成為農民工

內在情感的重要轉折，以感恩的情緒作為勞動階層與中／上階層的新文化

情感，置換農民工生命奮鬥史的抑鬱與不滿。感恩的心不僅成為農民工標

示自身非中國經濟發展夢想當中的「他者」或「異類」的重要人格特質，

更是跨階層相遇企圖形塑的新社會關係。如同節目在蔣錫培拿著殷彬的噴

雕玻璃品到處兜售時，鏡頭曾特寫雕刻著「感恩」和「福」字的兩個杯

盤，指涉農民工殷彬對於協助其尋找買家的蔣錫培和購入其工藝作品買家

的感謝，以及殷彬企圖藉由噴雕玻璃尋求幸福的寄望。感恩之情成為農民

工與企業菁英相遇敘事結構裡主要的文化情感與社會關係。農民工要取得

向上流動的幸福承諾與城市公民身分的未來，端視其是否能放下心中的怨

憤，以善意和諒解來轉化城市／鄉村公民在向上奮鬥發展史上的物質性與

歷史差異。

《城市夢想》以感恩的心作為重新形塑農民工形象的人格特質和文化

情感，遮蔽了跨階層交流的矛盾與衝突，同時也置換了農民工在國家經濟

32 在體驗結束時，殷彬做了一個噴雕玻璃杯給蔣錫培，感念共同相處的時光。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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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與資本的剝削等負面情緒。33《我是你的臂膀》

在描繪殷彬與蔣錫培對於面對失業困境的衝突時，僅停留在當裴哥提議開

店創業之後，殷彬大聲、憤怒地對裴哥說：「有些東西你不瞭解」（ib id.: 

38:13）；裴哥所不明白的是殷彬過去二十幾年充滿失敗的人生經驗。這不

僅顯示了兩個人在發展史上的差異，更凸顯了這兩個階層長久以來的誤解

與誤讀。蔣錫培在節目一開始就強調自我身上的農民基因與吃苦經驗，自

認他與殷彬的出身背景相同，能夠讓他們有某種生命的共鳴，但是在體驗

三天即將結束之際，殷彬隨即道出他們兩人在發展經驗上的巨大差異：雖

然蔣錫培在創業過程中雇用了相當多的身障農民工，然而他之所以能夠從

農民創業者走上企業菁英的發展之路，便是建立在利用農民工勞動的剩餘

價值之上。相較於蔣錫培的成功發展史，殷彬二十幾年來的創業、勞動以

及在玻璃噴雕中小企業的工作經驗，恰巧是其個人勞動力被「剝削」以及

他被中國經濟發展排除的生命史。但是如同郭春林（2016: 67）在闡述新工

人（農民工）參與中國實境夢想秀的研究中所主張的，在當代文化媒體的

農民工再現中，剝削以及其所顯露的「怨氣」必須是隱而不見、不能被提

及的議題；同時，文化再現以感恩取代了剝削所帶有的階級矛盾與衝突。34

因此，殷彬收斂了自己面對蔣錫培過於天真的憤怒，轉為以感謝熱心、善

良的裴哥的態度作為這段短暫師徒關係的總結，並且希望不要讓不愉快

的談話影響了他們的關係。儘管節目聚焦於兩人對於未來規劃與想像的衝

突，凸顯了彼此在勞動階層與生命經驗上的差異，但感恩的話語卻置換了

殷彬的憤怒與不滿，以相互和解、體諒的跨階層交流取代不平等的雇傭關

係，重新勾勒企業菁英與農民工的社會關係。不同於郭春林研究提及新工

人在《中國夢想秀》中將感恩之情獻給父母的親情論述，《城市夢想》

33 社會學家潘毅、盧暉臨和張慧鵬（2 0 1 0 :  1 6 1）在《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
歌》一書中指出「極端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沒有尊嚴的做人體驗」，使得
「『恨』」成為建築工人普遍的「情感體驗」，他們「恨老闆太黑心，不把工
人當人看；恨有的政府官員不關心老百姓疾苦；恨沒有好的爹娘，不能出生在
城市：恨自己沒有好好讀書，落到賣苦力的下場⋯⋯」。相較於社會學者們在
建築工地上所觀察到以「恨」為中心的農民工情感，《城市夢想》的夢想敘事
結構以感恩的情緒置換了跨階層的社會關係。

34 關於當代媒體如何以感恩取代剝削的話語，見郭春林（2016: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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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農民工的感恩之情描繪為感謝家庭的支持、社會菁英的熱心相助，以及

感恩社會大眾的文化情感。在殷彬憂鬱時，蔣錫培提醒他要慶幸自己有個

乖巧的女兒，要變得快樂一些；殷彬在述說自己的「失職」時，也感謝太

太和女兒陪著他吃苦；他更在總結與蔣錫培的相遇時，提到自己過往也是

「被很多的關注，或是被很多人的關愛，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陳卓2019: 46:58-46:06）。在感謝那些曾經在他生命困頓時幫助過他的

人，殷彬隨之將感恩的對象擴大化以及抽象化。感恩成為農民工群體與社

會大眾兩者之間新的文化情感：以體諒和同理，取代跨階層以及城市／非

城市公民群體之間，複雜且矛盾的對立與共生關係。

在《城市夢想》中，感恩之情一方面重新形塑農民工與社會大眾的

社會關係，另一方面也改寫了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內在情感結構：節目

敘事以正向情緒取代了殷彬被社會與時代所淘汰的那股無奈與怨氣，終結

了殷彬二十幾年向上流動失敗的憂鬱生命敘事，轉向重新擁抱夢想的未來

性。殷彬在得知蔣錫培的真實身分後說道：「只有在電視裡面、電影裡

面，我才能看到這樣場景，這樣的奇蹟，或者這樣發生的一些故事，不可

能在我身上發生的。」（ibid.: 54:16-54:24）殷彬以「奇蹟」來描繪他與蔣

錫培的相遇，說明了這樣跨階層的相遇是多麼的難能可貴與不真實，而展

現了他的感恩之情；同時，「奇蹟」揭示了跨階層交流的社會功能——將

殷彬帶出過往失敗的經驗與憂鬱情感，轉向擁抱夢想的幸福承諾。節目在

殷彬說完上述的驚喜與感恩之情後，隨即聚焦於蔣錫培展示他在工作體驗

時與殷彬一起雕刻兩塊玻璃，上面正刻著「福」字。透過鏡頭對於「福」

字噴雕玻璃的特寫，節目將那兩塊原本被老闆稱為連三級品都排不上的

「失敗品」，轉變為殷彬與蔣錫培奇蹟般相遇的象徵物：「福」字一來代

表了殷彬對於與蔣錫培這段相遇的經驗與感受—福氣，一來也指涉了這

段相遇，如何重新改寫了他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情感轉折：從失望、沮喪

和憂鬱，轉換為重新迎接幸福。

對殷彬而言，要重新擁抱幸福的承諾，相信自己擁有自由追求快樂的

權利，很重要的環節就在於要放下一種被困在原地、無法前進的憂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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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憂鬱的情感來自於他生命中所有無法向上流動的失敗，而在節目中具體

的呈現就是他說自己的手工藝已經被社會淘汰了。被淘汰的感受，說明了

殷彬已經否定了自我的社會存在，而無法工作也就導致他無法給予家庭更

好的生活，更進一步否定了他個人存在的意義，使他陷入了一種被困住的

憂鬱，一如蔣錫培對他的擔心：「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你會走不出來

的。」（ibid.: 38:54-38:56）在《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中，殷彬的憂鬱成

為一種展演，因為唯有透過情緒低潮的鋪陳，才能具體展現農民工過往的

痛苦與磨難，何以成為蛻變的前奏，並且更進一步以內在情感的膠著，替

代實際的生活困境，讓農民工的社會問題成為情感轉換的問題：只要能調

整自我的情緒，就能化解危機。因此，當蔣錫培以殷黃妮乖巧的存在，來

鼓勵殷彬要為現實與家人提起精神時，他已經非常巧妙地將殷彬向上流動

失敗所影射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轉化為家人之間美好的親密關

係，並且以感恩的情緒置換殷彬的怨氣與憂鬱，改寫了他向上流動失敗的

內在情感與文化意義，重新將充滿負債壓力與情緒衝突的家庭空間與親密

關係，轉換為農民工追求向上流動和幸福承諾的穩定力量，甚至是美好生

活的最終定義。

《城市夢想》所勾勒的農民工夢想敘事，不僅扭轉了向上社會流動與

幸福承諾的社會性與公眾性，將之形塑為私密化的個體生命敘事，轉向個

人內在情感的調適與尋求家庭關係的和諧，更進一步將農民工情感工程的

改造，描繪為優於物資與實質的協助，抽空了美好生活與幸福承諾的具體

性（物質生活），強調精神層面上的提升與超脫。不同於郭春林所探討的

《中國夢想秀》著重在節目實質化農民工夢想的內涵，比方說上台表演為

皮村工友活動中心爭取一套音響，《城市夢想》削落化了物質資助的具體

形式，著重於再次給予農民工群體幸福的承諾，肯定其與城市居民同樣享

有平等的公民權，重新修補與形塑農民工與大眾群體、國家組織間的社會

關係。

在殷彬與蔣錫培的再次相遇裡，節目雖然有提到蔣錫培因為這段體

驗而設立了「山西身障人創業遠東幫扶點」慈善機構，專職協助身障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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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但卻沒有直接給予殷彬經濟上的資助，而僅透過紫砂專家提供他創業

的點子。 35就實質的幫助而言，蔣錫培只給了殷黃妮一副新的人工耳蝸，

然而，殷黃妮的回應是「新耳蝸，給我新耳蝸幹啥呀。」（ i b i d . :  55:07-

55:10）她的回應顯示了她對於其個人與家庭所面對的「問題」，與蔣錫培

有著不同的詮釋。對於殷黃妮來說，目前家中最急迫的問題是父親的失業

與因為她的疾病所積欠的債務；一副新的人工耳蝸雖然能承諾將來她能如

「正常人」一般繼續生活、求學以及工作，但卻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然

而對於蔣錫培來說，這副備用的耳蝸，卻是殷彬與殷黃妮兩代人幸福與美

好生活的未來承諾，因為只有殷黃妮能夠繼續求學，這個家才有向上流動

的可能性（或是至少不向下流動）。36殷黃妮與蔣錫培對於備用耳蝸的不同

回應，不僅說明了這場跨階層、跨世代相遇之間的錯位與誤解，兩者對於

農民工問題與解決方法的不同詮釋，更進一步闡述了《城市夢想》農民工

的夢想敘事結構，著重在幸福與美好生活的承諾而非夢想成真，亦即透過

夢想的敘事結構，重新賦予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幻想。夢想的未來時間軸，

一方面將農民工拉回向上流動的生命發展軌跡；另一方面，也讓這場跨階

層的交流帶有更多的不確定性：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可能僅成為情

感與精神上的轉換與提升，而農民工的生命軌跡仍在原地打轉。

儘管《城市夢想》的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無法直接解決農民工群體

所遭遇的實質問題，然而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旨在藉由農民工內在

情感的展演、協商與重塑的過程，重新拉近與形塑個人生命經歷與國家發

35 在網頁資訊查詢中，並沒有找到蔣錫培對殷彬的後續協助，但有報導指出殷彬
參與遠東控股集團在2019年7月28日到31日舉辦的「見證生命奇蹟，追求心靈圓
滿」未來之星身障人士學習會，可見兩者在節目結束之後的後續互動，與遠東
控股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對身障人士福利的持續關切與心力投注；報導見：《壹
讀》（2 0 1 9 / 0 8 / 1 6）。關於遠東控股集團對於身障人士關注的歷史，見張瑤
（2020/06/23）。

36 殷黃妮在節目中朗誦了自己寫的一首短詩〈我是你的臂膀〉，在這首短詩中，
她傳達了希望父親能夠一直伴著她追隨夢想的願望：「你是我的臂膀，抱著我
慢慢長大／我是你永遠的女兒，有了你，我才有了健康的生命，更好的生活／
親愛的爸爸，你辛苦了，我好希望，你可以一直牽著我的手，我們一起放飛美
麗的夢想。」（陳卓2019/06/02: 41:31-42:00）從這幾詩句中，可以窺見殷黃妮
如何挪用美好生活與幸福承諾作為個人夢想與生命發展敘事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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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敘事之間的差異與連結。37在殷彬赴江蘇宜興與蔣錫培的員工（大多為身

障工作者）分享自我生命歷程後，主持人以「艱難、艱苦、艱鉅」總結了

殷彬的演講（ibid.: 53:18-53:20），接下來敘事就聚焦於揭露蔣錫培的真實

身分與其身分帶來的未來承諾，並且在節目結束前，介紹蔣錫培所設立的

新公益機構提供的服務範圍及服務對象，將原本單獨賦予殷彬的幸福承諾

與美好生活，擴展到其他與殷彬擁有相似經歷與磨難的農民工、身障者，

進一步將資本發展與國家經濟建設所勾勒的美好願景，推及原本被視為社

會底層與弱勢的群體。

向上流動在《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中，不僅是驅動農民工遷移勞

動尋求美好生活的慾望，更是形塑與連結農民工與社會、國家的一種社

會關係—農民工所追求的城市公民身分與社會歸屬感，從實質的獲取

與享有，成為柏蘭特所言之「情感狀態」（an affective state, Berlant 2011: 

163）。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所創造的新局是重新打造農民工的內在情

感，讓他們將自我的勞動與生命，重新投注於向上社會流動的幻想；儘管

這個幻想本身正是讓他們過去吃盡苦頭的主因，但因為唯有相信與投入向

上流動幻想，才能讓農民工揚棄底層苦難敘事中的「他者」身分，而與新

興白領階層一樣享有某種社會歸屬感，城市公民身分因此成了一種「情感

狀態」。如同柏蘭特強調跨國移民者對於向上流動的想望，不能僅被單純

視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蘊含勞動底層在面對日常生活的危機與狀

況時，所創造出來的多元應對措施與複雜情感經驗，《城市夢想》以農民

工與企業菁英相遇所發展出來的向上流動（夢想）敘事，闡述了農民工與

中國經濟發展相映而生的情感經歷，說明這個群體如何從抑鬱的疏離者，

轉變為對社會大眾與國家抱持著感恩心情的參與者，並且進一步改寫了農

民工成長敘事（bildungsroman）中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扭轉農民工

對社會歧視、發展不平等的怒氣，修補農民工與其他社會階層的矛盾與衝

37 暫時的替代性方案包括：讓在城市工作多年的農民工回鄉探望留守老人與孩
童、為留守孩童提供線上外語課程、為希望挽回母親聽力的農民工提供全面性
的檢查、為農民工孩子提供線上外語課程與才藝課程讓他們能夠取得其他人生
發展機會，藉此擺脫階級複製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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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將農民工的個人發展重新納入國家發展論述與願景之中。38 

在強調農民工群體所寄望的幸福與美好生活就在不遠的未來的前提

下，《城市夢想》所蘊含的情感政治，雖然重新將農民工的生命敘事整合

併入國家經濟發展的規劃，修補農民工群體與其他社會階層和國家之間的

矛盾與斷裂，但農民工充滿苦難的過去與現在，確實見證了改革開放所承

諾的向上流動與幸福，對於底層群體而言是多麼地空洞與遙不可及。《城

市夢想》以逐夢者重新打造農民工身分與情感內涵，重新定位與拉攏農民

工群體和其他階層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與央視財經頻道作為國家社會

政策與經濟發展宣導的工具密不可分，然而節目以農民工過往向上流動失

敗的生命經驗，作為個人內在情感重述與重塑的切入視角，正說明了農民

工在改革開放後生命治理的危機與複雜性。在面對經濟發展所承諾的向上

流動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幻想之際，農民工寄望以整頓自我內在與家庭關

係，重新將向上流動形塑為身體勞動與生命治理的動機與目標，再次強化

了向上流動作為底層中國夢的（不）可能性：在當前以廉價勞動力取得優

勢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與全球分工階序中，資本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已經無

法賦予勞動階層其所承諾的美好生活，向上流動僅是底層得以在艱困生活

中繼續堅持下去的「殘酷的樂觀主義」。39 

儘管《城市夢想》的農民工敘事企圖將中國夢所承諾的向上流動與經

濟發展，普及到勞動底層群體，然而節目挪用農民工苦難敘事文類的情感

結構，以向上流動失敗的重述與再現，作為農民工整頓內在情感的主要轉

折點，在殘酷地重新建構向上流動迷思的同時，也賦予了農民工群體「社

會哀悼」（socia l mourning, Berlant 2011: 187）的機會。柏蘭特在談「社

會哀悼」的概念時引用社會人類學家華康德（Loïc Wacquant）的研究論文

〈在「區內」：美國貧民窟裡騙子的社會藝術〉（“Ins ide ‘the Zone’: 

The Social Art of the Hustlers in the American Ghetto”）。華康德（1993: 

38 對於移民向上流動幻想複雜性的闡述，見B e r l a n t（2011:  161-189）。對於個
人成長敘事文體中所蘊含的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見S l a u g h t e r（2 0 0 7 :  8 6 -
139）。

39 關於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與廉價勞動力，見溫鐵軍（2005: 67-69）。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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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將其採訪對象瑞奇（R i c k e y）深陷貧窮的生活處境描繪為一種「僅

能不斷投注在那些不切實際的自我欺瞞的勞動中，才能勉強存活下去的

生存狀態，而這樣的處境，可說是一種不言而喻的『社會哀悼的勞動』

（the labor of social mourning）」。柏蘭特在引用「社會哀悼的勞動」時

將之和同性戀並置，主張在維持社會常態與常規的運作下，貧窮主體與同

性戀者要為主流社會包容所做之犧牲與哀悼都必須被遮蔽，也因此，在柏

蘭特和華康德的文本語境中，社會哀悼指的是貧窮主體與移民群體所失去

的向上社會流動機會，而在維持社會正常運作之下，向上流動僅是一種幻

想的事實是不可言說，必須避而不談或是被遮蔽。然而，在《城市夢想》

的節目敘事中，每集的主角必定會訴說向上社會流動失敗的過往，這樣的

失敗敘事，成了揭露個別主體的社會哀悼過程，讓其所失去、不可得的向

上社會流動的經驗與憂鬱情緒成為一種公開的述說與展演。殷彬在堅持、

奮鬥了二十多年，最終仍淪落到需靠擺地攤維生所展現的憤怒、失望與抑

鬱情緒，不僅是揭穿了向上流動對於身障農民工而言僅是幻想的事實，更

短暫地將哀悼的憂鬱情緒渲染擴大為對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存狀態。

也正因為意識到憂鬱與哀悼對於維持個體和社會正常運作的威脅，蔣錫培

試圖勸導殷彬不該陷入憂鬱。《城市夢想》一方面在敘事上賦予觀眾短暫

窺見農民工的生命勞動僅是一種「自我欺瞞」的向上流動（ib id.: 156）。

另一方面節目在剪輯上以時間的懸置讓哀悼成為觀眾暫時性的共感經驗：

在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再次重逢前（約一個月的時間），農民工無法向上流

動的憂鬱與「社會哀悼的勞動」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ib id.: 156）。在農

民工描繪過去向上流動失敗的經歷時，其所遭遇的磨難與考驗，包括：留

守老人、留守兒童、感情、家庭親情以及身體健康／障礙等，都成為其在

追逐向上流動機會時所喪失的有形／無形之物，將原本個人的損失置換為

群體的失落，使得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講述成為一種社會哀悼，讓白領

階層觀眾藉由情緒與情感的見證與體驗（農民工的眼淚、身心的病痛以及

家庭、社會關係的疏離），感受農民工過去追逐發展夢中所付出的代價。

然而，這個哀悼的過程，迅速地被農民工與企業家重逢的「驚喜」與「奇

蹟」置換，農民工的生命歷程又進入擁抱夢想的社會「正軌」。不僅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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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過去與當下勞動底層與中國夢脆危的社會關係，更體現了以向上流

動為夢想核心的當代樂觀主義是多麼地殘酷：當農民工以為個人與家庭帶

來更美好的生活作為勞動遷移的夢想時，他們其實更遠離了原本其所追求

的幸福。40 

四、中國夢的再生產

在《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中，跨階層相遇在重塑農民工內在情感結

構，以及個人、社會與國家關係之間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農民工與企業

菁英的傾訴與傾聽，不僅展演了農民工自我的情感改造工程，將痛苦轉化

為蛻變與人格養成的必經歷程，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在三天體驗中所積累的

情感依附，更進一步中介農民工、白領階層觀眾與國家之間的社會關係，

重新協商農民工作為中國社會「內部他者」身分所引發的焦慮、不滿與憂

鬱，以讓底層群體再次擁抱夢想（向上流動幻想）作為農民工的社會參與

與實踐，賦予此群體所尋求的社會歸屬感。

企業菁英的中介性，一方面重新賦予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幻想，讓農

民工的逐夢者身分陷入一種帶有階級差異的「殘酷的樂觀主義」，另一方

面揭露了農民工群體過往深陷無法向上流動的現實，以及其所耗費在追求

向上流動的精力與（有形與無形的）損失。《城市夢想》聚焦於農民工逐

夢的過程而非美夢成真的時刻，特別以戲劇化的方式，描繪農民工與企業

菁英的相遇如何成為向上流動失敗敘事的轉捩點，強調農民工在生命最低

潮與困頓的時候，將自己的脆弱與絕望交託在陌生的外來者面前所帶來的

強而有力的回應，讓觀眾得以慈善家的視角來定位參與體驗的企業菁英，

並期待他們的參與和介入，能夠修補與拯救農民工對社會大眾與經濟發展

的失望，進一步使農民工相信若自己堅持不懈還是能夠取得向上流動的機

40 節目中有許多農民工因為急於累積辛苦賺來的財富，而需要在過年值班賺加班
費，無法回家與家人團聚，亦或是在父母生病或是想念留在家鄉的孩子時，都
因為往返車費過於昂貴，而不得不放棄返家探望的念頭。農民工要帶給家庭美
好生活的夢想成為一種僅限於物質條件與經濟發展層面的願景，而不得不捨棄
親情與情感層面的連結與維繫，舒適、漂亮的房子取代了家庭原有的情感功能。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262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會。而這兩者的相遇卻在《城市夢想》中喬裝為短暫的「師徒關係」。羅

賓斯（Bruce Robbins）在其專書《向上流動與公共福利》（Upward Mobility 

and the Common Good,  2007）研究文學與公眾利益的形成與想像時，發現

英美文學中的向上流動敘事雖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個體的自我奮鬥與個人

利益之上，但在極度強調個人主義的敘事邏輯裡，卻也提供了公眾利益和

社會福利國家制度的想像與發展空間。他主張在大眾文化的向上流動敘事

裡，故事主角與其心靈導師間的學徒關係，比方說電影《沈默的羔羊》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裡警校剛畢業的女警探與提供破案線索的

重犯，或是《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 1997）中聰明卻叛逆不羈的

清潔工主角與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間的師徒關係，都說明了在個人向上攀

爬的同時，也存在著提供機會和輔助的無私贊助者，而正是這不求回報的

上下扶持關係，使得這些充滿資本主義個人色彩的社會流動敘事，也為建

立公眾利益的可能性做了鋪陳。41羅賓斯（2007: xiv）研究中的個人階級流

動和公眾利益並非處於對立發展的狀態，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他主

張閱讀這些階層流動的敘事，「也許是迂迴的教導我們不需要獨立自主和

自私自利，雖然這和一般看法有所不同。這些向上流動的故事或許是要教

我們學會思考公眾利益。」在羅賓斯的研究中，個人向上流動敘事中主角

與贊助者、導師和提攜者間的依賴、扶持關係，正是現代福利國家思想的

起源（ib id.: 235）。《城市夢想》的跨階層相遇在某種程度上，近似羅賓

斯向上流動敘事與公眾福利研究中無私的師徒關係，然而，節目翻轉了企

業菁英與農民工本有的權力位置與關係，在三天的體驗生活中，將喬裝企

業菁英置放於農民工的工作指導與關照之下，凸顯了農民工在其相對弱勢

的環境中，仍擁有賦予別人照顧與溫暖的能力與情感空間，將農民工勾勒

為在困境中依然展現人性光輝與擁抱生命的自助者；而在揭露企業菁英真

實身分並且提出具體協助農民工計畫時，則扭轉了企業菁英徒弟角色的弱

勢地位，讓其提供給農民工的協助成為一種超乎預期的回饋（以及其伴隨

而來的感恩之情），強調農民工的獨立自主與奮鬥才是成功的關鍵，得先

41 《城市夢想》的「師徒關係」設定與兩部電影不同之處在於有資源與權力成就
向上流動腳本的一方是企業菁英所喬裝的徒弟，而非農民工的「師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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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才有可能獲得天助。42《城市夢想》裡短暫的跨階層「師徒關係」成就

的是企業菁英的慈善形象，雖然指涉了創造公眾利益的文化想像，卻是建

立在農民工的自我內耗。

因此，跨階層相遇的敘事結構，成為樂觀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文化

機制，讓向上流動所帶來的幸福承諾與美好生活，成為農民工能夠繼續在

看似毫無希望、日復一日毫無進展的日常中，繼續投注勞動力的生命治理

技藝。43在《城市夢想》中跨階層相遇的誤讀（擁有相似吃苦的經驗或是同

是農民的背景）與情感效應（感恩），正說明了節目的敘事架構是建立在

企業菁英最終以慈善家的身分介入，來成就農民工自身與白領階級觀眾兩

者對於農民工群體能夠取得向上流動機會所代表的樂觀主義，而其殘酷之

處，一方面源於慈善家所建立的中國百強公司正是立基於挪用農民工勞動的

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以感恩作為主要文化情感所帶來的新社會關係，

不僅讓向上流動幻想成為農民工唯一的社會參與方式，也再次遮蔽了憂鬱

與不滿之情所隱射的社會不公義，剝奪了農民工想像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城市夢想》所蘊含的社會哀悼敘事成為有別於感恩的文化情感結

構，挑戰了感恩之情所帶有的人文慈善關懷，而以展演向上流動敘事如何

剝奪農民工群體資本雇傭關係之外的各種社會關係與家庭親密性，揭示了

中國夢裡底層向上流動的（不）可能性。如果感恩的文化情感目的在於

「訓練觀眾習慣於相信樂觀主義」（Berlant 2011: 178），以企業慈善家的

介入與中介，成就農民工向上流動的近似性與未來性，讓觀眾在聆聽農民

工向上流動失敗的苦難時，得以節目的敘事結構來安慰自己，告訴自己農

民工的磨難與痛苦終究會得到善意的回應與回報，而不需對於農民工所遭

受的不平等待遇過於憤怒的話，那麼農民工殷彬以「奇蹟」來形容自己與

42 企業菁英所提供之協助非一般節目觀眾所能賦予的，比方說在殷彬的例子裡，
蔣錫培創立了照顧身障農民工的基金會；因此，社會大眾在觀看《城市夢想》
時較難想像自我成為參與改造農民工群體福利的主體。

43 本文認為《城市夢想》具體將抽象的夢想與中國夢概念，視為農民工生命治理
的動力與動機。秦昕和徐敏亞（2013）曾就商業模式來分析企業如何將夢想經
營帶入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生涯管理，並且指出新生代農民工需要積極以商業
模式來管理夢想。

農民工與中國夢：《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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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家蔣錫培的相遇，就點出了以感恩所形塑的新社會階層關係是多麼地

令人「不可思議」與「非常態」，揭露了感恩文化情感所建構的「殘酷的

樂觀主義」，並且挑戰了社會階層和諧的穩定性，讓白領階層觀眾得以重

新檢視農民工作為「逐夢者」新身分的失落與殘酷。

以「逐夢者」重新塑造農民工的文化形象看似積極、正面，卻是再

次將勞動底層推向中國發展夢的邊緣。《城市夢想》的農民工夢想敘事以

勤奮、自律、樸實、獨立自主等人格特質與美德，作為審核農民工是否具

備追求美好生活的條件，將向上社會流動的基礎與成本完全轉嫁到個人身

上，使得私人化成為後社會主義中國時期農民工生命治理的主要準則。44節

目聚焦於農民工性格與生命經歷的鋪陳與重塑，使之成為能夠擁抱中國夢

的主體，敘事強調農民工個人必須放下過往失敗的向上社會流動經驗，以

農民工情緒和情感的轉變，置換了實質的經濟發展，將拋開憂鬱視為重新

改寫失敗經驗的重要轉折，以樂觀、積極的正面情感重新定義農民工的生

命敘事。也就是說《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看似拋棄底層敘事的苦難，

但實際上卻是藉由窺探、傾聽與翻轉農民工內在痛苦的情感，展演與重述

勞動個體與中國夢的關係，使得勞動底層的中國夢依然是建立在個人生命

治理與內在情感的妥協與重塑，而非結構性的改革。因此，《城市夢想》

的敘事結構正顯現了新自由主義在底層勞動群體所進行的情感改造工程，

以內在情感的重塑來建立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的新身分認同與文化想像，

再度將農民工群體納入向上社會流動的中國夢，卻同時又因為喪失了集體

變革的可能性，使得農民工更進一步遠離了中國夢所承諾的美好生活。

44 本文認為《城市夢想》所勾勒的農民工的私人化傾向，不僅強調新自由主義發
展下的私有化，國家保障機制與社會福利的退場之外，也包含周永康和王荊川
（2020: 24）所探討的「個體化」。周永康和王荊川指出農民工的「個體化」可
分為兩個層面來談，一個是生命軌跡已經脫離了宗族式的引導和協助，轉為以
核心家庭和個人發展作為出外打拼的主要動機，個人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而
另一個層面的個體化是農民工多以「主動學習」和「獨善其身」（亦即不輕易
相信他人，也不隨便向人求助）。《城市夢想》的農民工主角皆以核心家庭和
個人作為個人奮鬥的動力，節目也傾向於將農民工勾勒為獨立自主的逐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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